工业互联网背景下制造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实现路径研究
——基于量子管理范式和资源编排理论的组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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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工业互联网平台的资源编排组合克服资源利用局限性，协同供应链上下游进行技术共享。但目前专门针对合理编排利用不同类别的资源以促进绿色技术创新的研究缺乏，且对于数字场景的探讨并不深入。而在互联网时代，量子管理范式促进企业进化为网络化的生命共同体，逐渐形成企业平台化、员工创客化、用户个性化的发展趋势。为此，以量子管理为视角，综合考虑工业互联网情境下制造业的资源类型，深入探究传统、数字与绿色的资源和能力之间的匹配对于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针对中国机床企业管理人员进行问卷调查，基于151份有效问卷，首先采用必要条件分析（NCA）方法分析资源和能力如何构成绿色技术创新的必要条件，然后运用fsQCA方法探究资源和能力与绿色技术创新之间的充分性关系，为制造企业有效编排组合资源和能力进而实现绿色技术创新提供参考与借鉴。结果表明：3种资源和能力均不是必要条件，但是数字平台能力发挥实现绿色技术创新的显著作用；绿色技术创新的多元路径可以归纳为传统数字驱动型、数字驱动型以及绿色助力的传统数字驱动型，其中绿色助力的传统数字驱动型的经验相关性最强。据此，制造企业在具备实物资源、大数据资源和数字平台能力条件下，可以通过强化绿色资源获取能力实现绿色技术创新；同时，制造企业要与其他平台成员之间在平台的支持下实现更好的资源共享和协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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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Realization Path of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of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dustrial Internet: Configuration Analysis Based on Quantum Management Paradigm and Resource Orchestration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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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修缮后的中文摘要和关键词对应修改相应的英文内容】
Abstract: Action Plan for Carbon Dioxide Peaking Before 2030, released in 2021,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Resource orchestration and combination based on the industrial Internet platform overcomes the limitations of resource utilization and collaborates with the upstream and downstream of the supply chain for technology sharing. In this context, it is necessary to explore the path for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to effectively orchestrate and combine resources to realize gree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quantum management, this paper conducts a questionnaire survey for the managers of machine tool enterprises, and applies the fuzzy-sets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fsQCA) method to explore the core conditions affecting the gree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of enterprises and the multiple paths for realizing high gree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from three aspects of traditional, digital and green. The results show that none of these three resources and capabilities is a necessary condition, but the digital platform capability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realizing gree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he multiple paths of gree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an be categorized into traditional digital-driven, digital-driven, and green-assisted traditional digital-driven, with green-assisted traditional digital-driven having the strongest empirical relevance.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can realize gree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by strengthening green resource acquisition capability under the conditions of physical resources, big data resources and digital platform capability. Meanwhile,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can achieve better resource sharing and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with other platform members with the support of the 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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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制造行业加快融合数字化和绿色化助力中国经济提升和可持续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于2021年印发《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提出工业领域应该加强技术改造，加快融合数字化和绿色化，充分发挥企业创新主体的作用，将绿色技术创新成果作为绩效考量的一项内容，鼓励企业间的合作共享，同时加强绿色技术产权保护，凸显了国家对于绿色技术创新的重视。工业互联网的发展有助于实现上述需求，打破制造企业因绿色技术水平低、绿色转型成本高昂难以实现绿色发展的被动局面，加快企业绿色发展的进程[1]。《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加快发展的通知》提到，应该鼓励企业利用工业互联网实现技术、产能、订单的共享，实现资源的精准配置与高效对接。基于工业互联网平台的资源编排组合，打破了原有的企业边界和惯性，克服资源利用局限性，协同供应链上下游进行技术共享，并且规范生产流程以促进创新链的高效对接，推动制造企业互补式绿色技术创新[2]。这也符合易变、不确定、复杂和模糊的乌卡时代（VUCA）的量子管理思维。量子管理呈现整体、关系、多样性特征[3]。以机床行业为例，其工业互联网平台崭露头角，龙门五轴机床等先进装备实现了技术突破，同时注重清洁生产，逐步向基础制造装备的大规模国产化迈进，引领制造产业向绿色和高端发展。然而，机床等制造企业在面对动态变化的复杂环境时，应该如何实现资源的精准配置与高效对接，进行绿色技术创新，进而改善经济效应与环境效益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4]。
“创新孤岛”制约工业领域创新链的效能提升，而工业互联网打破企业的边界，促进企业间的开放共享，使工业互联网平台成为无边界的创新平台[5]。现有创新业态研究提到，供应链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等创新主体在关键共性技术创新平台进行协同创新，提升创新生态系统的创新效率[6]。进一步地，有学者揭示协同创新投入对绿色化协同创新产出发挥的空间影响作用，强调创新要素和资源高效配置的重要性[7]。上述研究揭示了工业领域平台化、协同集聚化对于创新效果的积极作用，反映了工业互联网发展的重要意义。而对于绿色技术创新，学术界大多针对驱动机制展开讨论，有关研究结果展现了绿色技术创新的复杂性，表明创新具有多元路径。有研究得出政府、市场和社会协同作用于绿色技术创新，参与主体间的有效制度组合可以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效率[8]。此外，不同时期双向国际直接投资、环境规制、冗余资源等通过联动关系和组态效应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发挥差异性作用[9]。已有绿色技术创新路径的研究未有专门针对合理编排利用不同类别的资源以促进绿色技术创新，且对于数字场景的探讨并不深入。数字化是推动绿色技术创新的“助推器”[10]，具体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数字平台借助的数字技术是通用性强的共性技术，能够提高绿色技术等一般技术的创新可能性[11]，同时节约绿色技术创新的机会成本，提升社会绿色发展水平；第二，数字化天然具有一定绿色属性，能够实现智能控制、节能减排，精准生产、提升资源利用率，发展清洁技术、推动绿色模式、构建绿色发展体系[12]。因此，本研究综合考虑工业互联网情境下制造业的资源类型，深入探究传统、数字与绿色的资源和能力之间的匹配对于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
    基于上述实践与理论瓶颈，同时响应国家加快融合数字化和绿色化的号召，本研究以量子管理为视角，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进行组态分析，从传统、数字与绿色3个方面探讨资源和能力对绿色技术创新的组态效应，并进行路径总结，探究如何有效组合三方面资源和能力帮助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以期为制造企业有效编排组合资源和能力进而实现绿色技术创新提供参考与借鉴。
1   理论基础与研究框架
1.1   理论基础
1.1.1 量子管理范式
管理思维跟随时代转变，在VUCA时代下，原子管理范式实现了至量子管理范式的变迁。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的迅速发展普及促使时代呈现动态变化、不可预测的复杂特征，“黑天鹅”事件频频发生，且万物互联使个体融入整体，企业对于消费者需求快速变化、管理效能高要求未能作出快速响应，因此，新的管理问题和矛盾出现引出量子管理范式。量子管理范式有别于牛顿原子管理范式：在原子管理范式下，管理基于经验，企业各部门互不影响，员工被视为“零部件”从而未能有效发挥员工的创造性资源；而在互联网时代，管理决策信息的不完备性促使边界灵活且整体关联的量子管理范式发展，反映了范式变迁的内在动力，逐步塑造注重愿景、价值观的量子管理范式。左哈尔[13]首次提出自下而上的量子管理范式，其充分结合量子物理学与企业经营管理，并说明了整体、关系、多样性等量子管理特征。
    量子管理范式促进企业向内外部发展，进化为网络化的生命共同体，逐渐形成企业平台化、员工创客化、用户个性化的发展趋势。而制造企业的发展趋势则具体反映在如下3个方面：第一，制造企业与上下游企业有效连接。量子管理范式促进制造企业各部门更有效地与供应链成员实现交互和连接，通过平台增强双方关联性，实现动态合作。第二，制造企业内部员工有效连接。制造企业各部门之间开放合作，员工之间互相尊重理解、密切交流、交叉互动、共创共享。第三，制造企业与行业、社会的有效连接。互联网促进了行业间的跨界融合，形成丰富的信息流，同时增强了企业生态系统的建设，促使制造企业更好履行绿色社会责任并创造企业价值[14]。
1.1.2  资源编排理论
资源编排理论基于资源基础观，结合资源管理框架及资产编排模型等发展形成[15]，全面考虑了静态资源与动态能力的互依关系。该理论强调企业应该合理有效地配置、组合和利用资源与能力，以充分发挥资源和能力的价值，同时指出企业资源、能力和管理者能力的组合是企业持续竞争优势的源泉。资源编排过程由资源结构化、资源能力化、资源杠杆化3个子过程组成[16]。其首先对资源进行激浊扬清的处理，构建有价值的资源池；其次通过捆绑资源提升资源作用于企业的能力；最后连接资源组和能力实现价值创造和传递[1]。现有绿色转型相关研究对工业互联网等数字化情境的关注度相对较低，涉及数字化的多为案例研究，如曹裕等[1]在资源编排理论的视角下，采用纵向单案例研究的方法探究数字化推动制造企业绿色转型的作用机制；李婧婧等[17]围绕联想公司，针对如何有效利用资源和能力实现供应链的可持续性发展予以归纳；而马鸿佳等[18]指出，数字资源和能力在企业保持竞争优势上发挥重要作用，企业应该充分关注如何有效编排数字资源和能力与其他资源和能力，来面对数字化的机遇与挑战，促进绿色技术创新。
1.2 资源和能力与绿色技术创新
通过梳理核心概率定义以及现有资源和能力与绿色技术创新关系的相关研究，为前因条件的选择以及探究3种资源和能力之间复杂互动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提供依据。
（1）实物资源与绿色技术创新。制造业相较于其他行业具有重资产比重大的特点，尤其是对于机床企业更是如此。而实物资源是维持制造企业生产工作开展的重要物质，是保证生产、加工、运输等一系列活动正常运转的基础，具体包括固定资产、材料和低值易耗品[19]。工业互联网背景下，数字资源逐渐普及，但对于制造企业，实物资源的地位仍然不可取代。制造企业绿色技术创新需要合理编排多样的资源和能力，而实物资源作为资源利用的底层基础，对于绿色技术创新发挥中坚但非决定性的作用[20]。
（2）制造能力与绿色技术创新。制造能力反映产品生产以及交付的可靠性水平，具体表现在成本、质量、灵活性等方面。制造能力的高低直接影响制造企业的价值创造[18]，因此生产技术、生产设备和生产人员素质对于制造企业至关重要[21]。工业互联网赋能数智制造，机床企业等制造行业企业需要适应数智时代，在原有传统制造能力的基础上充分结合数据要素、数字技术、数字平台，对传统制造流程进行改造，实现包括绿色技术创新在内的一系列技术创新[22]。
（3）大数据资源与绿色技术创新。数据要素、数字技术、数字平台等是数字化的体现。数字化能够提升企业绩效、提高生产效率、提高创新能力、促进价值链攀升等[23]。除此之外，以工业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化制造相较于传统制造，能够为绿色技术创新带来新的可能性。数字化制造基于原有的人力、资本和技术，收集生产和交易数据，充分融合数字技术和制造技术，借助虚拟现实、数据库等的支持实现资源、工艺和产品信息的高效规划整合，促进绿色技术创新、推动产业绿色转型[24]。现有研究中较为典型的是任英华等[25]运用双重差分模型研究知识产权保护在大数据发展与绿色技术创新之间发挥的调节作用。基于上述分析可知，制造企业通过大数据资源可以推进绿色技术创新。
（4）数字平台能力与绿色技术创新。以工业互联网平台为代表的工业领域数字平台是量子管理思维中企业平台化趋势的反映，能够推动制造企业协同共进。即在平台赋能的情况下，制造企业并不局限于内部资源和能力的整合开发，而是做到资源集中和能力联结，提升创新链的竞争力、激发创新活力，实现供应链的合作共赢[17]。绿色技术创新同样需要数字化和合作共享的支撑和助力。宋德勇等[26]分析了重污染行业企业在信息共享和信息集成效应影响下数字化促进绿色技术创新的机制。王锋正等[27]考究资源型企业在技术整合能力的调节作用下，数字化综合水平、数字基础、数字投入、数字素养、数字经济和数字应用与绿色技术创新的关系。戴翔等[12]提出以工业互联网为代表的产业关联产生的外溢效应直接体现在数字技术通过技术效应促进相关企业的绿色化转型的深化程度上。因此，数字平台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助力制造企业实现绿色技术创新。
（5）绿色资源获取能力与绿色技术创新。绿色资源获取能力作为绿色动态能力的维度细分，强调制造企业获取资源提升绿色发展水平来应对复杂多变的动态环境的能力[28]。绿色资源获取能力强的企业可以迅速聚集先进绿色技术知识，识别变化的动态环境，把握绿色发展机遇，进而有利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实现[29]。邢丽云等[28]从绿色资源获取能力和资源整合能力两个维度探讨绿色动态能力与企业环境创新之间的关系，将绿色发展理念与技术创新活动有机融合。在此基础上，赵金国等[30]提出绿色资源获取能力对高管环境支持和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因此，绿色资源获取能力能够促进绿色技术创新。
1.3 理论模型
制造企业依赖资源和能力的协同效应而不局限于单独作用来实现绿色技术创新。参考汪明月等[11] 、马鸿佳等[18]、邢丽云等[28]聚焦于制造企业资源和能力、绿色技术创新的研究，以传统资源和能力（实物资源、制造能力）、数字资源和能力（大数据资源和数字平台能力）、绿色资源和能力（绿色资源获取能力）为前因变量，构建如图1所示的概念模型，以探讨有助于制造企业实现绿色技术创新的资源和能力组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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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概念模型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方法
定性比较分析（QCA）以研究对象为条件的组态分析多重并发、非对称的因果关系，适合资源和能力与绿色技术创新之间复杂的必要性和充分性关系研究[31]。其适用原因如下：其一，相较于回归方法探索变量间的递进关系，QCA方法更适合解释多方面资源和能力间的联动关系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多样化影响[32]；其二，QCA方法兼具定性与定量分析的优势，可以针对大、中、小样本使用[33]，适合聚焦机床行业的细分领域研究。本研究首先采用必要条件分析（NCA）方法分析资源和能力如何构成绿色技术创新的必要条件，然后运用fsQCA方法探究资源和能力与绿色技术创新之间的充分性关系。
2.2   样本和数据
2023年9月－10月，针对国内机床企业管理人员进行线上问卷调研来收集有关数据。机床作为工业母机，是装备制造业的基础以及制造技术的载体，其性能和质量代表国家工业化的发展水平[6]，因此研究机床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驱动机制具有战略意义也具有代表性。最终收回调查问卷172份，剔除无效问卷后得到151份有效问卷，问卷有效率为87.79%。参与调查的企业管理人员中，基层管理人员占70.20%，中层管理人员占27.81%，高层管理人员占1.99%，符合机床企业的管理人员金字塔架构现状，调查数据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2.3 变量测量和校准
本研究设计的调查问卷内容包括个人基本信息、资源和能力、绿色技术创新3个部分。主体部分基于归纳现有研究中使用的有关量表，均采用李克特（Likert）五点量表进行计分，用1～5表示同意程度，其中1表示非常不同意，5表示非常同意。如表1所示，各变量的克龙巴赫 a （Cronbach’s α）系数值均大于0.8，表明量表具有较高的信度；且各变量测量题项的因子载荷大于0.6，表明量表具有较好的收敛效度。因子分析KMO值均大于0.7，表明Bartlett球形检验显著。
表1  变量测度及信效度分析结果
	变量
	文献来源
	测量指标
	变量的Cronbach’s α
	因子载荷

	实物资源
	Zheng等[19]
	企业工业建筑占总资产比例较高
	0.906
	0.854

	
	
	企业机械设备占总资产比例较高
	
	0.864

	
	
	企业运输设备充足
	
	0.914

	
	
	企业一般办公设备充足
	
	0.791

	
	
	企业原材料充足
	
	0.788

	
	
	企业低值易耗品充足
	
	0.729

	制造能力
	马鸿佳等[18]
	企业工业产品达到行业质量标准
	0.809
	0.648

	
	
	企业制造体系完备
	
	0.653

	
	
	企业材料加工机械设备先进
	
	0.681

	
	
	企业研发人员充足
	
	0.790

	
	
	企业研发投入金额多
	
	0.832

	
	
	企业定期为生产员工提供正式培训
	
	0.773

	大数据资源
	Suoniemi等[34]
	企业拥有先进的大数据信息技术（IT）基础架构
	0.862
	0.622

	
	
	企业使用大数据工具获得竞争优势
	
	0.843

	
	
	企业员工擅长使用大数据分析工具
	
	0.830

	
	
	企业减少涉及大数据分析工作，利润将受损
	
	0.782

	
	
	企业高层管理人员具有大数据背景
	
	0.807

	
	
	企业管理层利用大数据分析支持重要决策
	
	0.739

	数字平台能力
	Li等[35] 和
Jean等[36]
	企业通过数字平台传播产品/服务信息，拓宽合作范围
	0.896
	0.753

	
	
	企业分析数字平台数据了解市场偏好以调整策略
	
	0.770

	
	
	企业通过数字平台实现企业内部员工的有效对接
	
	0.804

	
	
	企业通过数字平台与供应链成员沟通协调合作信息
	
	0.846

	
	
	企业通过数字平台有效同行业和社会连接
	
	0.877

	
	
	企业积极响应数字平台的阶段性提升
	
	0.829

	绿色资源获取能力
	邢丽云等[28]
	企业能够根据外部环境变化获取相应绿色资源
	0.867
	0.782

	
	
	企业能够更高效地获取绿色资源
	
	0.788

	
	
	企业能够以更低成本获得绿色资源
	
	0.912

	
	
	企业能够获得更高质量的绿色资源
	
	0.907

	绿色技术创新
	汪明月等[11]
	企业在制造过程中采用循环技术和材料
	0.896
	0.805

	
	
	企业升级技术、工艺和设备，促进资源再生和再利用
	
	0.833

	
	
	企业采用绿色工艺规划支持系统
	
	0.847

	
	
	企业开发环境友好型产品替代传统产品
	
	0.878

	
	
	企业倡导使用绿色产品标签
	
	0.838



本研究采用直接校准法将变量校准为模糊集，借鉴贾建锋等[8]、周文斌等[37]的研究，将完全隶属、交叉隶属和完全不隶属的校准锚点分别设置为0.25、0.50、0.75分位点。变量校准与偏度、峰度结果如表2所示，分析可得，所有变量呈现左偏分布。另外，以0.501替换校准后为0.50的条件值，防止样本被自动剔除。
表2  变量校准与偏度、峰度
	变量
	校准锚点
	峰度
	偏度

	
	完全隶属
	交叉隶属
	完全不隶属
	
	

	[bookmark: _Hlk149494027]实物资源
	4.333
	3.667
	3.000
	−0.459
	−0.374

	制造能力
	5.000
	4.667
	4.167
	0.469
	−1.141

	大数据资源
	4.667
	4.000
	3.500
	−0.477
	−0.411

	数字平台能力
	4.833
	4.333
	4.000
	−0.118
	−0.693

	绿色资源获取能力
	4.750
	4.250
	3.500
	0.188
	−0.927

	绿色技术创新
	4.800
	4.400
	3.900
	−0.492
	−0.715



3   实证分析
3.1 单个条件的必要性分析
在进行条件组态分析前，首先对各个条件及其非集进行了必要性分析，以判别是否存在某个条件在绿色技术创新结果发生时总是存在。一致性是衡量必要条件的重要标准，参考Ragin等[38]的研究，以0.9为一致性阈值，分别对高绿色技术创新和低绿色技术创新的必要条件进行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分析可见各个前因条件的必要性均不超过0.9，表示单个前因条件不能对绿色技术创新结果进行较为充分的解释，因此不存在必要条件，需要进一步探讨条件组态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
表3  绿色技术创新的必要性分析结果
	前因条件
	高绿色技术创新
	低绿色技术创新

	
	一致性
	覆盖度
	一致性
	覆盖度

	实物资源
	0.691
	0.702
	0.388
	0.371

	~实物资源
	0.381
	0.398
	0.688
	0.677

	制造能力
	0.747
	0.750
	0.380
	0.359

	~制造能力
	0.361
	0.382
	0.735
	0.732

	大数据资源
	0.745
	0.753
	0.358
	0.340

	~大数据资源
	0.346
	0.364
	0.740
	0.732

	数字平台能力
	0.796
	0.830
	0.262
	0.257

	~数字平台能力
	0.288
	0.293
	0.827
	0.793

	绿色资源获取能力
	0.718
	0.708
	0.397
	0.368

	~绿色资源获取能力
	0.359
	0.387
	0.685
	0.696


注：“~”代表逻辑运算中的结果为“非”。

3.2 条件组态的充分性分析
参考杜运周等[39]的研究，设定充分条件的一致性阈值为0.8，样本频数阈值为1，并且PRI一致性阈值为0.7，再进行标准分析。在进行结果的有效组态分析时，共产生简单解、中间解、复杂解这3种解。参考Fiss等[40]的研究，以中间解作为主要参考和汇报，并结合简单解确认核心条件和边缘条件。从表4可见，实现高绿色技术创新存在5条路径，且5个组态的一致性均大于0.8，表明5个组态构成高绿色技术创新的充分条件。其中，组态H1a～H1c构成核心条件相同的3个等价组态。总体而言，高绿色技术创新中间解的总体一致性为0.887，总体覆盖度为0.718，其中组态H3的原始覆盖度和唯一覆盖度均较高，表明H3的经验相关性较强。
表4  实现高、低绿色技术创新的条件组态分析结果
	条件组态
	高绿色技术创新
	低绿色技术创新

	
	H1a
	H1b
	H1c
	H2
	H3
	L1
	L2

	实物资源
	
	●
	
	
	●
	
	

	制造能力
	●
	●
	●
	
	
	
	

	大数据资源
	
	
	●
	●
	●
	
	

	数字平台能力
	●
	●
	●
	●
	●
	
	

	绿色资源获取能力
	
	
	
	
	●
	
	

	一致性
	0.916
	0.908
	0.921
	0.888
	0.907
	0.884
	0.891

	原始覆盖度
	0.191
	0.509
	0.545
	0.130
	0.526
	0.569
	0.469

	唯一覆盖度
	0.043
	0.022
	0.034
	0.015
	0.072
	0.129
	0.028

	总体一致性
	0.887
	0.882

	总体覆盖度
	0.718
	0.597


注：●表示核心条件存在，●表示边缘条件存在，表示核心条件不存在，表示边缘条件不存在，空白处代表条件可存在也可不存在。

具体分析如下：组态H1a～H1c表明，在协同提升企业制造能力和数字平台能力的情况下，即使存在绿色资源获取能力的些许欠缺，也能够有效提高绿色技术创新的完备程度；此外也可以将关注点落在实物资源和大数据资源上以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实物资源和大数据资源在这种情况下存在替代关系。在组态H1a～H1c中，制造能力和数字平台能力是三者共同的核心条件，绿色资源获取能力不佳、实物资源、大数据资源依次是H1a、H1b、H1c的边缘条件。组态H2表明，如果企业主动丰富大数据资源并且提升数字平台能力，二者的组合效应尽管对绿色资源获取能力具有约束作用，但仍然可以弥补实物资源的些许不足，实现高绿色技术创新；此外，组态H2呈现主导排他特征，大数据资源和数字平台能力具有较强的挤出效应，它们和绿色资源获取能力不佳是核心条件，实物资源不佳是边缘条件。组态H3表明，在实物资源、大数据资源以及数字平台能力的联合作用下，并且予以绿色资源获取能力进行补充，能够高效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可见组态H3完全呈现互利特征，受益于协同效应的存在，其中实物资源、大数据资源和数字平台能力是核心条件，绿色资源获取能力是边缘条件。
聚焦组态间的关系，根据各组态的驱动因素构成，将高绿色技术创新的5个组态归纳为传统数字驱动型（组态H1a～H1c）、数字驱动型（组态H2）和绿色助力的传统数字驱动型（组态H3）。传统数字驱动型组态表明，企业自身具有领先的制造能力和数字平台能力，弥补了低绿色资源获取能力的不利影响，激发机床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同时也可以更加关注实物资源和大数据资源。在数字驱动型策略中，机床企业通过大数据资源和数字平台能力进行协同赋能，构建工业互联网为基础的创新系统，忽视了绿色资源的获取，然而，数字化本身具有一定的绿色属性，因此在数字化水平高的情况下仍旧可以实现高的绿色技术创新。绿色助力的传统数字驱动型组态显示，在充分的物料基础上，企业紧跟时代潮流打造了较强的数字资源和能力，同时能够较高效获取绿色资源，从而实现绿色技术创新。例如，济南二机床集团有限公司作为中国机床企业的杰出模范代表，其离散型数控机床智能制造平台创新应用是2021年工信部公布的工业互联网平台创新领航应用案例之一。该企业在充足的物资条件上注重清洁生产，实现绿色和智能制造，具有高绿色技术创新。具体表现在：该企业与新能源车企合作，承担国家级“绿色制造系统集成”项目，并且荣获两项有关机械压力机的绿色制造行业标准制定权。此外，该企业围绕机床设备展开绿色设计，而其绿色材料的应用是绿色技术创新成果的充分体现。
进一步地，横向对比分析影响绿色技术创新的前因条件：（1）传统资源与能力，对应实物资源和制造能力。高绿色技术创新的5个组态中，实物资源呈现了存在、不存在、可存在也可不存在的3种状态，因此其不能独立影响绿色技术创新，表明其与绿色技术创新存在联系但是需要同其他资源和能力组合以实现绿色技术创新；在制造能力方面，H1a～H1c存在制造能力作为核心条件，在H2和H3中却不存在，表明制造能力与绿色技术创新的关联性不强，在数字化时代背景下，企业制造能力需与其他资源和能力进行组合。（2）数字资源和能力，对应大数据资源和数字平台能力。大数据资源作为核心条件出现在H2和H3中，作为边缘条件出现H1c中，在H1a和H1b中可存在可不存在，表明大数据资源可以促进绿色技术创新，但不能独立影响；数字平台能力在H1、H2和H3中均作为核心条件存在，数字平台能力与绿色技术创新之间具有强关联性，反映了现阶段平台赋能促进制造企业合作共享效率提升以及拓展合作的重要性。（3）绿色资源和能力，即绿色资源获取能力。绿色资源获取能力作为边缘条件出现于H3中，在其余组态为不存在、可以存在也可以不存在，说明其与绿色技术创新的关联性相对较弱，也可以通过数字化体现一定的绿色属性。
对实现低绿色技术创新的组态检验中，组态L1表明制造能力不佳、大数据资源不佳、数字平台能力不佳为核心条件，即在低传统能力以及低数字资源和能力的情况会导致低的绿色技术创新；组态L2则是以实物资源不佳、制造能力不佳和数字平台能力不佳为核心条件，绿色资源获取能力不佳为边缘条件的组态，反映了在低绿色资源和能力的影响下，低传统资源和能力以及低数字能力会导致低绿色技术创新。
3.3   稳健性检验 
本研究通过调整频数阈值、PRI一致性阈值以及标准锚点进行稳健性检验。将案例数阈值由1调整为 2，结果表明组态组合与原组态组合基本一致；将PRI一致性从0.70降低至0.65，新组态与原组态基本一致；将校准锚点分别改为0.2、0.5、0.8分位点，新得到的组态未发生较大变化。这说明本研究的结果稳健。
4   结论与启示
4.1  研究结论
本研究运用fsQCA方法，以组态方式配置传统、数字以及绿色三方面的资源和能力，探讨制造企业实现绿色技术创新的驱动机制，得出如下结论：（1）三方面的资源和能力均不是实现制造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必要条件，但是数字平台能力对实现绿色技术创新的显著作用具有普适性；（2）绿色技术创新的多元路径可以归纳为传统数字驱动型、数字驱动型以及绿色助力的传统数字驱动型，每种类型总结了配置资源和能力的不同方式，其中绿色助力的传统数字驱动型的经验相关性最强。
4.2  实践启示
本研究识别了实现绿色技术创新的5条路径，可以为“有资源和能力但不会有效匹配”的制造企业提供参考，指导制造企业高效配置资源和能力进而实现绿色技术创新。其中，经验相关性最强的是绿色助力的传统数字驱动型组态，如果某制造企业具备实物资源、大数据资源和数字平台能力，可以选择绿色助力的传统数字驱动型组态，通过强化绿色资源获取能力来助力，以满足组态要求，实现绿色技术创新。
具体到单一要素，分析组态结果可得，制造能力、大数据资源和数字平台能力是需要重点关注的3个要素，对此提出以下针对性建议：对于制造能力，制造企业应该运用智能制造技术，如工业机器人、自动化生产线、智能传感器等，实现生产过程的智能化和自动化，提高生产效率和资源利用效率，减少废弃物产生和排放；大数据资源方面，通过数据共享和协作，制造企业整合内部和外部的数据资源，运用机器学习算法和数据挖掘工具更有效地监测能源消耗、资源利用和废物排放，从而优化生产过程，同时分析得到新的见解和趋势，进而促进绿色技术的创新；数字平台能力方面，制造企业需要积极响应平台对于云计算、物联网、数字孪生等关键技术的阶段性采用号召，建立强大的数字化基础设施，为绿色技术的创新和应用提供支持，与此同时，制造企业与其他平台成员之间要在平台的支持下实现更好的资源共享和协同创新，共同实现绿色技术创新。
4.3 不足与展望
首先，绿色技术创新是相对动态的过程，不同时期的影响路径存在差异，因此后续可以基于面板数据展开研究。其次，本研究聚焦机床企业，而制造行业细分领域众多，未来可以探究不同细分领域绿色技术创新路径的差异。最后，可以进一步丰富资源和能力的选择，探索更多实现绿色技术创新的驱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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